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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这个主张远非“水土不服”那么简单——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之所以通过相关决议，显然

另有所图。 

【论  文】 

共产国际代表的是国际主义还是国家利益1 
           ——国民党一大宣言及其对民国民族政治的影响（二） 

 

熊芳亮 

 

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因为在苏联国家利益上包藏私心，共产国际通过的相关

决议在民族主义的表述上就会更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就会

更加符合中国革命形势与任务的实际需要。 

                                                          ——题记 

 

历史证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决议，既是共产国际开辟世界革命的“东方战线”、

实现与孙中山合作构想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维护和实现苏俄国家利益的大国沙文主义

的干扰和影响。 

问题的核心，就是外蒙古问题2。自 1911 年外蒙古政教首领八世哲布尊丹巴在沙皇俄国的撺

掇、怂恿之下宣告“独立”以来，外蒙古问题就成为中俄之间的外交旧案。自 1912 年起，中俄

进行了多次谈判，袁世凯和北洋政府一直坚持中国政府对外蒙地区的国家主权，沙皇俄国也承认

中国对与外蒙的“宗主权”。沙皇俄国倒台之后，外蒙古失去外援曾于 1919 年 11 月 17 日宣布

放弃“自治”，“恢复旧制”。但由于北洋军阀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割据混战，先是在外蒙古本有

自愿回归之意的大好时机之下放弃协商努力，反而炫耀武力以军事手段乘机扩张地盘，尽失外蒙

人心；后又因军阀混战不惜从外蒙古撤军回援，在沙俄残匪 1921 年 2 月攻入外蒙之际直奉各派

又是彼此掣肘畏敌不前，将外蒙古控制权拱手让人，直到苏联红军攻入并事实上占领外蒙古。

1921 年 7 月，苏俄即在外蒙古成立亲苏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并与外蒙古订立了《苏蒙修

好条约》，双方相互承认为合法政府。为维护外蒙古主权，北洋政府自 1922 年起即与苏俄政府

进行外交谈判，谈判的焦点，就是外蒙古的主权问题和苏俄军队的撤军问题。 

1919 年，苏俄联合世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成立了共产国际。1920 年，共产国际通过了

《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确立了开辟世界革命“东方战线”的战略构想。自此之后，

苏俄方面即在与北洋军阀开展外交谈判的同时，积极在中国寻找政治盟友和伙伴。1922 年底，

经过长期的相互试探和左右权衡之后，苏俄代表越飞与孙中山达成了政治合作的框架协议
3
。1923

年 1 月 4 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全面支持国民党”的决议，并要求外交人民委员会

部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4
。1 月 26 日，孙中山与越飞发表联合宣言，越飞承诺苏

                                                        
1 本文刊载于《中国民族报》2012 年 7 月 20 日，第 7 版，发表时有删节。 
2 俄共（布）之所以对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抱有戒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孙中山成为“凯末尔”第二。

凯末尔曾经得到苏联的大力援助，但是随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与苏联反目成仇，令苏联对孙中山和中国国民

党的援助有点杯弓蛇影。用鲍罗廷的话说，在被土耳其的热咖啡烫过一次之后，俄共（布）在国际援助方面连

一杯凉水都要用嘴吹一吹。也正因为此，俄共（布）才会对孙中山在外蒙古问题上的立场更加敏感。所以归根

结底，问题的核心其实还是外蒙古、中东路等问题。 
3 关于双方合作的形成背景和政治原因，学界已有相应的研究论述和学术成果，笔者不在此展开论述。 
4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42 号记录（1923 年 1 月 4 日于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

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

－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86－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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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不向中国输出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亦承诺“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

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而孙中山则原则同意苏俄 “不必立时从外蒙撤退”
 1
。 

史学界对孙中山允许苏联在外蒙古驻军的举动颇多非议之处，却对其中内情讳莫如深。实际

上孙中山在与越飞达成的政治框架协议中另有所图：那就是在新疆和蒙古地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

地，从北方实施“北伐”，攻取北京，进而夺取全国政权2。无疑，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冒险计划。

在 1923 年 1 月 26 日越飞写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中，我们可以知晓孙中

山军事计划的大概内容，但是我们还无法知晓越飞是否对孙中山作出某种政治承诺，至少越飞在

信中强调自己并没有当面否定孙中山的计划。越飞同时指出，孙中山这套“从头到脚完整彻底的

计划完全指望于我们的帮助和支持”
3
。1923 年 3 月 8 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以

可能引起日本干涉为由，否定了孙中山的军事计划（“否决计划中一切可能引起日本干涉威胁的

部分”），并向越飞强调孙中山应更加注重组织准备工作4。 

诡异的是，孙中山似乎并没有得到其军事计划被俄共（布）中央否决的讯息，并继续安排派

遣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代表团访问苏俄，且其首要任务就是与苏联方面沟通、磋商实施北方军事

计划的细节。而与此同时，苏俄亦决定派遣鲍罗廷作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
5
来到中国。就目前所

知的材料而言，我们还无法确知苏俄方面是否在军事计划方面对孙中山进行了政治讹诈，即以支

持军事计划为条件引诱孙中山同意苏联在外蒙古暂缓撤军——因为苏联方面确实曾就在支持外

蒙古和支持中国之间做过政治选择，马林和越飞都曾建议不要因为蒙古问题而损害同中国的关系
6。但是很显然，孙中山的军事计划因为涉及外蒙古问题而令苏俄方面备感焦虑。11 月 27 日，革

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与代表团进行会谈，明确表示“国民党准备好政治条件后可以在自己

国内，而不是像计划中所说的那样从蒙古开始军事行动”；“在目前条件下，一个严肃的政治纲领

要比一个不好的军团具有更大的意义”。托洛茨基在谈话中暗示蒙古独立的观点，引起了蒋介石

的强烈不满
7
。 

就在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共产国际决定起草一份“重新解释”孙中山三民主

义的决议。现有的文献资料还无法确知决定起草决议草案的具体时间和确切事由，不过托洛茨基

11 月 2 日曾致信契切林和斯大林，提出要转移中国国内工作的注意力，“把 99%的注意力从大的

联合行动转移到现有军队中从政治上组织居民的工作上”。决议草案是由维经斯基（吴廷康）等

人起草的，决议草案曾由季诺维也夫于 1923 年 11 月 23 日送交契切林和布哈林审阅，因此决定

                                                        
1 孙中山在此前提下同意“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 年 1 月 26 日）。中国社

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7 卷），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 51－52

页。 
2 《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 年 12 月 20 日于上海）。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

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

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65－166 页。 
3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15 页。 
4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53 号记录》（1923 年 3 月 8 日于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

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

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225－226 页。 
5 鲍罗廷的任命经过俄共（布）政治局会议审议批准。鲍同时也是苏联政府代表和苏联驻中国使团的成员。 
6 《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1922 年 11 月 7 日和 8 日于北京）。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

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

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48 页。 
7 《鲍罗廷同瞿秋白的谈话记录》（1923 年 12 月 16 日于上海）。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

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

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3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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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该决议的动议显然应该更早。共产国际迟至 11 月 26 日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举行会

议时，才正式提出“共同”起草“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决议。这个要求显然超越蒋介石和国民

党代表团的权限和访问目的，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1
。但是，共同起草决议的决定，还是出现在了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之中。1923 年 11 月 28 日，也就是在蒋介石等人启程回国的前

一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
2
，并

要求蒋介石将决议转交给孙中山。同时，决议文本也送给了正在北京与北洋军阀外交谈判的加拉

罕和正在广州担当孙中山政治顾问的鲍罗廷
3
。 

 

国民党一大宣言，对“民族主义”的阐释成为争论焦点 

 

鲍罗廷迟至 10 月上旬才抵达广州4，12 月 30 日才从加拉罕的信中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

团的决议文本，但他很欣喜其所正在进行的工作正与决议的精神相符——由此我们也可以基本排

除由鲍罗廷建议起草相关决议的可能性。在鲍罗廷看来，国民党在政治上的软弱，其主要原因就

是党内“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是一片混乱”，“既没有纲领，也没有章程，没有任何组织机构”
5
，

力图通过对国民党的改组，从组织上、思想上改造国民党6。——显然，这样的工作正与共产国

际的决议殊途同归。1924 年 1 月 1 日，收到决议文本仅仅两天的鲍罗廷，就在上海举行的共产

党和青年团联席会议上，提出“可以从共产国际关于支援民族革命运动的决议中，特别是从共产

国际执委会最近的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相一致的提纲
7
中”“确立我们对国民党的总

的态度”
8
。鲍罗廷的想法可谓一箭双雕：即可以赢得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对国民党的支持9，

因为党和团的决议可以通过国民党得到贯彻实施，又可以从思想上改组国民党10。在共产国际决

议精神的基础上起草的国民党一大宣言草案
11
，在征求意见和修订的过程中不仅遭到国民党内人

                                                        
1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13－314、329、330－331 页。 
2 《巴拉诺夫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苏情况的书面报告》。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

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345－346 页。 
3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80 页。 
4 鲍罗廷抵达广州的时间是 10 月 6 日。 
5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70 页。 
6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早在鲍罗廷到来之间已经开始实施，但是成效不大。孙中山于 10 月 18 日签署命令，

任命鲍罗廷为改组国民党的顾问和组织教练员。 
7 即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中国国民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也通过

了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决议。相关研究与分析另外专文论述。 
8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41 页。 
9 党内对于是否应与国民党合作当时尚有不同意见。 
10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41 页。 
11 对宣言的起草过程毛泽东 1945 年在《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曾有如下

回顾：“（国民党一大）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他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俄国共

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

找我们。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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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反对，就是中国共产党内也有质疑的声音。宣言对于“民族主义”的阐释就成为争议的焦点

之一，“要不要承认民族自决权”、“要不要立即与少数民族开展有组织的联络”、“要不要实行联

邦制”等等问题，不出意料的成为争论的焦点。毛泽东在发言中，就明确表示了对承认民族自决

权会刺激英国对西藏觊觎之心的担心，要求做“更明确的表述”1。面对党内外的激烈争议，孙

中山本人也表示不赞同甚至反对一大宣言
2
。孙中山在宣言发表前一天紧急约见鲍罗廷，要求收

回一大宣言草案，但鲍罗廷“作了否定的回答”
3
。在鲍罗廷的坚持之下，鲍罗廷还是说服孙中

山放弃了取消国民党一大宣言的想法。国民党方面最终也只是对鲍罗廷主导起草的国民党一大宣

言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和订正，就提交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通过之后的 1 月 27 日，

鲍罗廷还根据加拉罕的指示，对宣言文本做了几处修正4。 

鲍罗廷的工作，得到了加拉罕的高度肯定，称鲍罗廷发挥了“民族斗争的两个方面的思想”。

1924 年 2 月 9 日，加拉罕给契切林写信介绍国民党一大刚刚通过宣言内容，写道：“关于民族主

义一条非常有意思，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而且还发挥了关于民族

斗争的两个方面的思想，即一方面是同压制中国民族独立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是通过赋

予中国境内各民族以自决权的办法实现各民族的解放，而这一条还发挥了去年 11月 28 日共产国

际执委会决议的有关部分”
5
。同时，加拉罕在信中，也提到宣言中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内容

也都是以共产国际的同一项决议为根据。显然，中国各民族的“各族斗争甚至相互斗争”，有利

于“外蒙独立”和苏联驻军，而这正是当时苏联政府的国家利益所在。 

正如史书所言，国民党一大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奠定了第一次国

共合作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正式形成的纲领性文件，极大地推动了

中国大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这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基本评价和基本立场。但对国民党一大宣言的

不足与缺陷，我们也应当有清醒的认知和客观的判断。就“民族主义”的部分而言，宣言确立的

“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目标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无疑是孙中山“新民族主义”思想

的概括和升华，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理。但其所主张的“民

族自决权”、“自当随国内革命势力之伸张，而渐与诸民族为有组织的联络”的观点，却绝非不了

解中国国情、输出苏联革命模式那般单纯和简单，而是借助共产国际的决议夹带着大国沙文主义

者贩卖的“私货”，另有所图。只有剔除这些“私货”，才有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

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有机结合”，才有可能推进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的建设

事业。 

 

两头好中间差，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1989 年版，第 98 页。 
1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69 页。 
2 [美]丹尼尔·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殷罡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05

－130 页。 
3 [苏]鲍罗廷：《鲍罗廷笔记（1924 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

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版，566－570 页。 
4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76－479 页。 
5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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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作用，毛泽东曾经作过这样的结论：两头好，中间差。周

恩来补充说，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1。虽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的相关决议，充分暴露了苏俄和共产国际帮助中国革命的双重用意——一方面固然是推动国际无

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帮助中国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另一方面却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

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服从世界革命——民族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需要，哪

怕牺牲本国主权和本民族的利益也在所不惜。西方学者认为，苏联外交战略和策略由两个不同职

能的渠道实施：一个是外交人民委员部，一个是通过共产国际。从表面上看，共产国际被认为是

独立的集体的国际共产党人组织，而实际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财政上都处在联共（布）

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控制之下；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同苏联驻北京外交机构在工作中保持着密切的联

系，“兼顾”地完成他们的任务，而外交官员为共产国际代表在这个国家的工作提供一切可能的

帮助，从而保证了中央和地方执行力度不同然而统一的外交方针2。这样的结论和指责显然是出

于污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诋毁共产国际的政治目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从某些时候、某些

问题上，共产国际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组织，同时又不得不服务和服从于代表苏联国

家利益的外交机构，这是历史事实。至少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对鲍罗廷的任命决议中，就突

出体现了这一点。决议要求鲍罗廷与外交人员一同赴任，“并责成鲍罗廷同志与苏联驻北京的全

权代表协调自己的工作，并通过后者同莫斯科进行书信往来”
3
。在推进国际共产主义和国际工

人运动的阶级利益，与维系苏俄国家利益之间，共产国际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角色失范和取向矛盾，

而最终的取舍却往往是偏向苏联的国家利益，因为“苏联是无产阶级的祖国”。尽管苏联党内有

人曾提出“应当彻底消除党为外交人民委员部服务的观点”，“让党还是一个党” 4，但这也不过

是国际共产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的阶级利益服务服从于苏联国家利益的一个历史注解罢了。 

1924 年 5月 31 日，经过长期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北洋政府在重重压力之下终于与苏联政府

达成妥协。北洋政府的外交部长顾维均与苏联外长加拉罕在北京签定《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

声明书》5，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并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

同时接受“一俟有关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军队之问题，即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在本协

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即将苏联政府一切军队由外蒙尽数撤退”的暂缓撤军的条款。但各方

协议的笔迹未干，外蒙即在 1924 年 11 月 26 日在苏联支持之下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6，

改库伦为乌兰巴托，制定仿苏“宪法”并允许苏联驻军7。外蒙古形势的急遽变化，使中国国民党

内对苏俄援助中国革命的政治动机和政治目产生严重怀疑，国民党右派也找到了攻击苏俄、攻击

共产国际、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口实，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受到严重损害。国民党右派抓

住苏联出尔反尔策动外蒙“独立”8，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又支持——至少是不反对外蒙“独

                                                        
1 周恩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九六零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00 页。 
2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09 页。 
3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65 页。 
4 《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 年 8 月 25 日于北京）。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

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267 页。 
5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 三联书店，1962 年版，第 423—425 页。 
6 [蒙古]锡林迪布等著：《蒙古人民革命三十年》，向群译，人民出版社，1953 年版，第 13 页。 
7 八世哲不尊丹巴于 1924 年突然辞世。具体原因史学界尚无定论。 
8 其实早在 1919 年 8 月，苏联政府在其致外蒙的通告中，就明确声明“蒙古是自由的国家”，“国内的全部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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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事实大造舆论，污蔑中国共产党“幼稚”而“盲目模仿苏俄”
1
，污蔑共产国际“不过是

苏俄侵略之工具”
2
，诋毁苏联不仅不履行诺言归还侵占中国之领土和特权，反而又侵占外蒙古

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不仅不帮助反而阻隔中国国民党与外蒙古国民党之间的联系往来，损害中

国国民党的党权，实则为“柔性之帝国主义”
3
，主张反苏、反共、反国共合作，要求改变孙中

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已然出现裂痕。1927 年 4

月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从此

陷入低谷。 

国共两党的分道扬镳，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共产国际强加给国共两党的“民族主义”

路线、苏联打着“国际主义”旗号为本国利益而牺牲他国利益的“大国沙文主义”，难辞其咎。

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因为在苏联国家利益上包藏私心，共产国际通过的相关决议在民族主

义的表述上就会更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就会更加符合中国革命形势

与任务的实际需要，就会更加尊重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而不会人为地炮制

理论误区、制造政策障碍、设置路线陷阱，不会强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进而给中国革命和

中国人民造成那些完全不必要的、重大的损失和伤害。遗憾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

和共产国际所强加给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违背共产国际决议精

神、违背苏联革命历史经验的“各民族各自斗争甚至相互斗争”的“先分裂，再自由联合”的民

族主义路线，对民国时期民族政治的负面影响更为久远4，需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更长时

间的革命实践、更多的牺牲和损失，才能逐渐摆脱和消除。 

 

 

 

 

【论  文】 

 

孙中山为什么反对“民族自决”？5 
             ——国民党一大宣言及其对民国民族政治的影响（三） 

 

熊芳亮 

 

辛亥革命之前，作为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孙中山是“排满革命”的积极倡导者和领导者，推

翻“满清”统治、“光复”“汉人国家”无疑也是孙中山的政治目标。辛亥革命之后，新建立的中

华民国采纳立宪改良派所倡导的“五族共和”作为维系统一、建立共和的政治纲领。孙中山也以

为“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
6
，宣布放弃以“排满革命”为主旨

                                                                                                                                                                       

和司法权应属于蒙古人民”，“外国人无权干涉蒙古内政”（[蒙古]锡林迪布等著：《蒙古人民革命三十年》，向

群译，人民出版社，1953 年版，第 10 页）。。可见无论是对孙中山，还是对北洋军阀所做的关于外蒙问题的政

治承诺、达成的政治协议，都不过是苏联政府在外交上的权谋之计。 
1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年版，第 403 页。 
2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年版，第 469 页。 
3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年版，第 480－481

页。 
4 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要不要实行联邦制的讨论和争议，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理解列宁“民族自决权”思想。 
5 本文刊载于《中国民族报》2012 年 7 月 27 日，第 7 版。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2 卷)，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


